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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3年的SARS、2009年的H1N1等大型卫生健康危机之后，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危

机又发生了。由于危机情境的不确定性和负面性，公众信息需求和传播行为激增；又由于

众多影响因素在短时间内的急剧碰撞和相互作用，更进一步加剧了公众信息需求和传播行

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危机传播的传播行为和传播特点的研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风险本身应该是客观的，但个体的风险认知带有明显的主观特征，“传播是双向

互动的, 应高度重视危机传播的复杂性”（陈先红、刘晓程，2013：31）。纵观健康传

播的研究，效果研究占据了主要的阵地。学者普遍采用内容分析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

式，先对研究对象文本内容（网络媒体的报道框架和报纸媒体的报道框架）进行量化并

提出假设，再对受众进行问卷调查，验证媒介传播效果。有研究指出，“当前（的风险

感知）研究缺少考虑风险信息对风险感知的作用及风险感知在突发事件生命周期不同阶

段的差异；提出未来研究应从公众需求信息与风险信息所造成的心理落差视角研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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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对风险感知的作用；提出在风险感知的刻画中应考虑突发事件生命周期各阶段内部

因素和阶段间演变的因素”（王治莹、梁敬、刘小弟：2018）。

本研究试图从传统的“who says what in what channel to whom”视角，转变为

“who chooses what in what channel with what effect”，从公众的视角，建构风

险感知、风险信息和传播行为研究框架，研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不同的疫情严重

程度与公众的媒介选择、媒介内容选择、传播行为变化等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希望能给

新闻报道、政府公共管理提供一些改进的建议。

一、风险感知、风险信息与媒介

风险感知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俄勒冈大学的布鲁尔教授（O.K.Burell）在

The Journal of Finance中发表的论文。在该文中，他提出将心理分析运用到投资行为

影响的科学研究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该大学的斯诺维克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影响

投资决策的心理分析”一文后，“风险感知”这一概念才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斯诺维克

将风险感知定义为公众对某一特定风险事件的主观直觉判断。塞博等人则认为风险感

知是公众对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包括人类本身）受到威胁的情境时的认知与心理反应

（Setbon，Raude & Fischler，2005）。心理学对风险认知/感知的定义则是：个体对存

在于外界的各种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与认知，它受到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时勘等，2003）。

米勒提等人的研究认为，公众的风险感知是由风险信息促成的（Mileti，

2000）。索伦森指出，外界的积极或者负面的信息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变化的主要原因

（Sorensen，2000）。卡尼曼等人在前景理论中证明风险的学习和经历，会影响人们对

风险的评估：当缺少对风险的学习时，人们将高估遇到的风险；当在充分经历或学习风

险后，人们对风险的评价将趋于客观（Kahneman，1979）。更有多个研究进一步指出，

媒体的报道是公众风险信息的重要来源，对公众的风险感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王治

莹等人在分析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中指出，媒体报道是影响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之一

（王治莹、梁敬、刘小弟，2018），人们对很多事物的认知是借助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

完成，特别是当人们本身无法直接亲历危机事件只能通过媒体去了解相关信息时，媒体

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就促成了公众风险感知的形成（He，2014）。

1975年美国学者菲什拜因和阿耶兹提出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任何因素可以通过人们的态度和主观的准则对行为产生影响。阿耶

兹在TRA的基础上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引入

感知行为控制变量，认为“行为是行为意向和感知行为控制共同引起的”（阿耶兹，

1975）。同年，罗杰斯等提出了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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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T）：认知中介过程由信息源启动，保护动机最终归结为应对模式。其中，认知中介

是核心部分。由此，风险信息——风险认知和应对行为架构确立。

但需要关注的是：媒体、环境、公众变化了。在传统的新闻媒介“有位置但不必然

有效力，网络关系始终以去中心与再中心进行着波浪式的涌动”，在“媒介与社会的界

线消解，只有自组织自滋生的多重相互联结”（黄旦，2015：80）的现在，新媒体环境

中多元信息背后是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信息源个体、组织立足于不同的价值取

向，他们通过信息的收集、把关和发布与公共利益进行博弈（李敏智，2012）。而公众

在风险理性化的过程中，会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利用多种信息渠道和知识对风险信息进行

判断、选择。但由于公众属于不同层次和属性的集体，各集体的认知程度不完全一致，

而且危机与危机个体的类型不同，对危机传播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危机信息来源的供给程

度、时效性、社会网络参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危机与环境变化的不确定等因素。

据此，我们提出问题1：健康危机中的公众，他们的风险感知、风险信息和媒介内

容的选择等，是呈现怎样的一种特点和规律？这三者之间，又呈现怎样的关系？

二、疫情严重程度与媒介选择及传播行为

风险认知理论认为，较强的风险认知使得消费者更加关注风险信息，收集和研判风

险信息，并与他人进行风险沟通，会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必要的措施规避风险；当风险认

知一旦超出可承受范围时，消费者的行为会发生很大改变，对各种风险信息非常敏感，

信息需求非常旺盛，风险传播行为也非常活跃，消费者会把风险信息告诉亲朋好友，与

他人分享风险信息，进而自行采取各种规避措施来避免风险的伤害，甚至引发消费者焦

虑和恐慌（赖泽栋、杨建洲，2014）。

谢晓非等研究者在对SARS的研究中，也研究了疫情严重程度对公众行为的影响：

“统计结果显示，在对SARS知识的了解和受干扰的程度上，疫区民众的分数都显著地高

于非疫区民众”，但非疫区民众心理焦虑、从众行为和家庭依赖等指标的分值却显著地

高于疫区民众，“数据结果表明, 隔离区内的被试比隔离区外的被试、疫区被试比非疫

区被试都表现出更低的心理焦虑状态”（谢晓非等，2005：637）。

基于以上的理论和研究，我们提出如下问题：

问题2：对于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在各个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呈现迥然不同的态

势，那么，在不同的区域公众的风险感知、风险信息和传播行为是否会呈现不一样的特

点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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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框架和假设

（一）研究框架

风险信息，分成两个维度：有关风险自身的信息、为降低风险采取措施的信息。共

5项，运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进行测试。

风险感知，是指公众感知到风险，分为两个维度：对于疫情发展的预测对自身的担

忧，共8项，运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进行测试。

传播行为分别考察了4个方面：传播信源的选择（媒介）（7项）、内容传播的意愿

程度（内容）（8项）、信息传播目的（5项）和传播行为频率的变化（3项），均运用

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进行测试。

疫情的严重程度，根据丁香医生小程序公布的2月15日的全国疫情最新情况和图

形的标识描述标准，把全国区域按照疫情严重程度分为5个级别：最严重区域（湖北

省）、较严重区域（浙江、河南、广东）、中级区域（安徽、湖南、江西）、较轻区域

（四川、云南、广西、福建、重庆、陕西、山西、河北、江苏、山东、背景、辽宁、黑

龙江、海南和上海）以及轻度区域（贵州、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吉林、台湾、

西藏、香港、澳门、天津、新疆等）。

（二）研究假设

1.根据研究框架和研究问题1，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风险信息通过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影响公众的媒介选择行为。

假设2：风险信息通过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影响公众的信息传播行为频率。

假设3：不同的公众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公众的信息传播目的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4：不同的公众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公众的媒介内容选择没有显著差异。

2.根据研究框架和研究问题2，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5：疫情严重程度不同，公众的风险信息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图1  研究框架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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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6：疫情严重程度不同，公众对正式传播媒介的信任度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7：疫情严重程度不同，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8：疫情严重程度不同，公众的传播行为没有显著差异。

四、研究方法

（一）调查问卷

主要包括三大部分：（1）风险信息调查问卷；（2）风险感知调查问卷；（3）传

播行为调查问卷。每份问卷在对问题概念化和对概念操作化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研究的

成果，编制而成。问卷进行多人试测，最后进行spss探索性因子分析，采取主成分分析

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894，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显著性

为.000。并运用spssHarman单一因子检验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发现本研究提取

的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23.412%<40%，说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二）调查样本

调查在全国范围内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时间为2020年2月1日—2月9日，

查看丁香医生小程序公布的全国疫情趋势图，可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处于疫情暴发

期。依前述研究框架中的疫情严重区域划分方法发放问卷。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省，样

本量为421份，次级严重区域，样本量为1102份；中级区域，样本量为98份；较轻级区

域，样本量为201份；轻级区域，样本量为88份。问卷总数达到1915份。

参加调查的人员中，性别分布：男性718人，占总人数的37.5%；女性1197人，占

总人数的62.5%。城镇和乡村的分布比例是：城镇人员1350，占70.5%；乡村565人，

占29.5%。文化程度的分布比例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184人，占9.6%；高中或中专

257人，占13.4%；大专250人，13.1%；本科970人，占50.7%，硕士及以上254人，占

13.3%。年龄的比例分布是：17岁以下：64人，3.3%；18～28岁，1047人，54.7%；

29～40岁，331人，17.3%；41～60岁，448人，23.4%；61岁以上，25人，1.3%。有隔离

经历的人数为272人，占总人数的14.2%；没有隔离经验的人，为1643人，占85.2%。

（三）统计方法

本研究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平均数检验、相关分析和差异检验；同时mplus

结构方程模型能够根据调研问题，检验一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而评估和修改被检验结

构之间的关系（Baumgartner & Homburg，1996），因此被本研究用来进行风险信息、

风险感知、疫情严重程度和传播行为模型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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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信息、风险感知、疫情严重程度与传播行为的关系

（一）危机爆发期的公众风险信息、风险感知和传播行为水平分析

1.性别、年龄、城乡以及文化程度差异分析

（1）性别差异：经过平均数方差检验，发现在“病毒防护知识”“相关部门的应

对措施”“专业人士的疫情研判”“医院、患者的求助信息”“个人和机构的捐助行

为”这些信息的传递上，男女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仔细对比他们的平均数，发现女性

传播意愿普遍高于男性，说明在健康危机中，女性比男性更偏好于信息的传播。在传播

目的上——“可以减轻我对疫情的恐惧”“可以消磨时间”，男女性别有显著差异，前

者女性的需求大于男性，而后者男性的需求高于女性。在“对自身的担忧”“传播行为

频率变化”“正式传播媒介信任度”上，男女有显著差异；女性比男性更显担忧，对正

式传播媒介有更大信任度，而男性比女性在疫情中变得更多刷微博和微信等。

（2）年龄差异检验：除了在“风险信息”这一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其它方面都

存在显著差异外，而且显著水平几乎都在.000。说明在突发公共卫生健康危机前，年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变量，需要引起重视。再进一步审视各变量

的平均数，发现重要的差异在于61岁以上这个人群，除了正式媒介信任度高于其他组

外，其他的所有意愿和行动都显著低于其他年龄组。

（3）城乡差异分析：数据统计结果发现，城乡在健康危机中的各方面表现差异并

不是很显著。在“个人和机构的捐助行为”“为疫区一线人员加油的寄语”“可以减轻

我对疫情的恐惧”“可以消磨时间”“对危机发展预测”这几项上有显著差异，且农村

的平均水平都普遍高于城镇；其它维度上则没有显著差异。

（4）文化程度差异分析：文化程度是显著影响公众风险信息、风险感知和传播

行为的因素。除“风险信息”“对疫情扩散情况的传播意愿”“可以让我获取更多信

息”“可以对抗击疫情的工作进行舆论监督”几个维度外，其他方面，文化程度都具有

显著差异。传播意愿方面，文化程度越低，对信息的传播意愿越高；对疫情发展预测方

面，文化程度越高，越不乐观；对自身的担忧方面，文化程度相对低者表现出更强的忧

虑和担忧。

（5）隔离经验差异分析：有无隔离经历几乎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性。略有差异的

是，有隔离经历的人更信任“非正式媒介传播”更倾向于“消磨时间”。

2.各基本变量和水平描述：

除了非正式传播媒介信任度平均数得分在3分之下（2.89分），其余项目平均数都

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说明大家对和疫情相关的事件关注度很高。但具体到传播行为表现

上，又呈现以下偏好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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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偏好度：公众对所有疫情相关的内容，都表现出较强的传播意愿。在所

有内容中，对病毒的防护知识、专业人士的疫情研判、相关部门应对措施排在前三，接

下来依次是医院/患者的求助信息、疫情扩散情况、为疫区和一线人员加油的寄语、个

人/机构的捐助行为、抗击疫情过程中典型人物的故事。

（2）传播渠道信任度选择：在疫情期间，公众对正式传播媒介的信任度远远高于

非正式传播媒介，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在正式传播媒介中，中央媒体被信任度最高（平

均数高于“比较信任”），地方新闻媒体次之，专业类媒体（如丁香园）第三，新闻门

户网站第四。但总体说，以上媒体受信任度都比较高。非正式传播媒体中，受信任度最

高的是微博大V/知名公众号，口口相传和微信/微信朋友圈的信息受信任程度都在中等

程度以下。

（3）传播目的分析：给周围人“科普”和“警示”成为公众传播信息的首要目

的，“获取更多信息”和进行“舆论监督”并列第二，“减轻自身恐惧”排名第四。

（4）讨论疫情媒体平台选择：排在第一位的是微信，其次是微博和QQ，论坛使用

人数极少。

3.疫情严重程度差异分析：

发现：疫情最严重区域人群和其它疫情严重程度区域人群之间在传播内容偏好、传

播目的、传播媒介信任度等上面，都有显著差异。具体表如下：

（1）在传播内容的偏好上，疫情最严重的湖北地区居民，对所有的内容传播意愿

都比其他区域要低；疫情严重程度排名次之的区域的居民，其传播各种内容的意愿远高

于其他几个区域的民众。由此可以推断：这些人群信息交换和讨论最活跃，大量社交媒

体的信息由他们生产。

（2）对正式传播媒介和非正式传播媒介的信任度有显著差异，疫情最为严重的区

域（湖北），正式传播媒介信任度平均数为3.89，非正式传播媒介信任度为3.90。人们

更相信口口相传、线上的人际传播（微信和微信朋友圈）；而在疫情严重程度相对比湖

北低的地区，呈现两个规律：对正式传播媒介的信任度要高于非正式传播媒介；对正式

传播媒介的信任度高于湖北地区，对非正式传播媒介的信任程度都要远远低于湖北地

区。

概而言之，疫情严重程度，会影响人们对非正式传播媒介的信任度。

（3）在传播目的上，疫情程度严重的湖北居民，在减轻恐惧和消磨时间上，已远

远高于其他疫情地区的人群，而在示警和科普这个传播目的上，其他地区的传播意愿要

远高于疫情严重地区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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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危机爆发期的公众风险信息、风险感知、疫情严重程度和风险传

播行为模型分析

1.风险信息和风险感知、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

运用相关关系分析，发现风险信息和风险感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

不高，分别为.225和.173。风险信息和传播目的之间的相关系数也显著，但相关系数仅

在.055～.179之间。

风险感知和各个内容传播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比分布在.20～.40之

间。风险感知和传播信源选择上，基本都呈现显著相关。仔细分析数据，发现风险感知

和正式传播媒介的选择和信任度呈现较高程度的相关，而与非正式媒介的选择和信任度

的相关系数相对较低。风险感知与传播目的的5个维度之间、与传播行为频率变化也是

表1  性别、年龄、城乡、文化程度、隔离经验及疫情严重程度差异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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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低相关系数的显著相关。

为了进一步检验公众的风险信息、风险感知和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进一步运

用mplus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框架中的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路径分析。

由于传播行为是涉及传播内容、信源选择、传播目的和传播行为变化的4组数据，

其中信源选择和传播行为变化适用于结构方程模型；传播内容偏好和传播目的，无法整

合成一个变量和数据，另外，依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更适合运用差异分析，以分辨何种

情形适合传播何种内容以及不同情形下人们的传播目的。

2.不同风险感知和公众传播内容、传播目的的多变量方差分析

对不同风险感知和公众传播内容、传播目的（假设三和假设四）进行多变量方差分

析,结果为：研究假设三、研究假设四被证伪，说明公众的风险感知程度不同，其传播

目的和传播内容偏好度存在显著差异。

表2  不同风险感知和公众传播内容、传播目的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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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众的风险信息、风险感知、疫情严重程度、传播行为的关系模型分析

（1）风险信息、风险感知、疫情严重程度和传播行为（信源选择——正式传播媒

介）之间关系的路径分析

模型1为风险信息、风险感知、疫情严重程度和正式传播媒介信任度模型，模型适

切度指数显示，模型可以接受。

模型2为风险信息、风险感知、疫情严重程度和非正式传播媒介信任度模型，模型

适切度指数显示，模型适切度很好。

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和系数图如下。

图3  结构方程模型2图示

说明：*表示在.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表3  结构模型1、2的拟合情况

图2  结构方程模型1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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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险信息、风险感知和传播行为（行为频率变化）之间关系的路径分析

模型3为风险信息、风险感知、疫情严重程度和传播行为（行为频率变化）路径分

析模型拟合度指数显示，模型适切度可以接受。

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和系数图如下。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回归研究假设，发现：假设1、假设2被证实，假设3、假设4被

证伪，说明风险感知在风险信息和传播行为、疫情严重程度和传播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六、疫情严重程度和风险感知、传播行为关系的进一步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疫情严重程度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和风险传播行为。但考虑到疫情

严重程度的差异往往伴随着地域差异，需要考虑控制随之而来的地域政策和文化差异等

因素的影响，因此，为进一步检验疫情严重程度的作用，我们对湖北和浙江两地的疫情

严重程度和风险感知、风险传播行为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一）选择湖北、浙江两地作为研究对象的根据

正如前文所述，根据丁香医生疫情地图，湖北和浙江分属疫情最严重和疫情较严重

两级，符合研究目的；根据对前面疫情严重程度和风险感知、风险传播行为方差分析中

的两两对比，发现：显著性差异主要存在于疫情最严重区域和疫情较严重区域之间。

假设省内的政治文化因素没有显著差异，进行省内不同疫情程度对省内公众风险信

图4  结构方程模型3图示

说明：*表示在.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表4  结构模型3的拟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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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风险感知和传播行为的差异分析，在控制了政治、经济等因素后，相关疫情严重程

度的研究结论更有效度。

（二）湖北、浙江两省份内部疫情严重的不同程度对公众风险感知、风

险传播行为影响

1.根据丁香医生疫情地图，把湖北省地区疫情严重程度分为三级：一级（武汉）、

二级（黄冈、孝感、随州、荆门、宜昌、荆州、鄂州）、三级（天门、潜江、仙桃、黄

石、咸宁、恩施、襄阳、十堰和神农架）；浙江省的疫情，选取温州市、杭州市和绍兴

市分别代表疫情严重程度一级、二级和三级。

2.进行省份内部疫情严重的不同程度对公众风险感知、风险传播行为影响的方差分析

表5  省份内部不同疫情严重程度区域在风险感知、风险传播行为上的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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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湖北省的各个不同疫情严重程度区域的公众，在几乎所有的风险信息、

风险感知和风险传播行为上（除科普警示、非正式传播媒介信任度外），差异都不显

著。而在浙江省的不同疫情严重程度区域的公众，在几乎大部分的风险信息、风险感知

和风险传播行为上（除获取信息、降低恐惧舆论监督、疫情扩散、非正式传播媒介信任

度等外），都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5、假设6、假设7、假设8被部分证伪，说明在一定情形下疫情严重程度影响风

险感知和传播行为等。

这是一个令人意外，也是值得深入讨论的结果。我们会在讨论部分结合以往研究成

果进行集中论述。

至此，本文比较好地回答了文章开始提出的两个问题。

七、讨论及展望

（一）风险信息的个体差异

不同于以往，在公众对媒体和媒体内容拥有较大选择权的今天，个体获知的风险

信息会因为公众的自我选择而产生极大的个体化差异，个体的风险感知及后续的有关

风险的传播行为的差异性也比较明显。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性格、年龄、文

化程度、城镇差别以及是否有隔离经验对公众的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作用（喻国明等，

2003）。

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差异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也给了我们机会和方便。多媒体、多

渠道，使我们可以根据公众的特点进行传播渠道的细分，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尤其

在重大公共卫生健康危机事件时发生时，这个会变得更加重要且迫切。

（二）风险信息、风险感知、风险严重程度和风险传播行为模型

研究结果显示，我们的模型假设成立。风险信息既通过风险感知对传播行为发生作

用，也直接作用于传播行为（媒介选择和传播行为频率），但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非常

显著，要远远高于直接作用。从疫情严重程度发挥作用的模型检验结果看，它也主要是

通过风险感知发挥对行为的作用。风险感知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非常显著，处于模型的

中心位置。这个模型可以为后续的风险传播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三）公众传播渠道的选择

从本研究的结果看，公众更信任正式传播媒介。虽然非正式传播媒介的信任度相对

来说还可以（2.94），但正式传播媒介的信任度平均数达到3.98，对正式传播媒介的信

任度远远高于非正式传播媒介，公众对正式媒介和非正式媒介的信任度有显著差异。同

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同的疫情严重程度，对正式传播媒介和非正式传播媒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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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显著差异。所以，在危机传播和舆情管理中，要发挥正式传播媒介的作用，尽最大

可能发挥正式传播媒介的作用，在恰当的领域发挥正式媒介的作用，要和非正式传播媒介

协同作用。

（四）公众信息传播内容和传播目的选择

研究发现，公众对所有疫情相关的内容，都表现出很强的传播意愿，平均值都超过

4.00。而在所有内容中，对病毒的防护知识、专业人士的疫情研判、相关部门相对措施

排在前三。夏倩芳总结“非典危机”的主要报道内容主题有：疫情报道、预防措施和行

动报道、医疗救治、预防知识、科研进展、外交、经济活动等7个方面（夏倩芳、叶晓

华，2003）。我们的研究结果和他们的研究发现有相似，但也有差别。其中的差异，除

了考虑疫情阶段的不同可能导致报道内容和重心的差异外（我们只调研了疫情暴发期公

众关注的内容），可能是因为媒体角度和公众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所以，本研究的

结果也为新闻媒体报道提供了一定的方向。

为了减轻自身的恐惧，成为公众传播信息的首要目的；为了给周围人科普和警示、

进行舆论监督并列第二。这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公众的心理需求和传播行为规律，有助

于提供适时的帮助和合适的内容。

（五）疫情严重程度的调节作用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发现疫情严重程度的调节作用得到了部分证实：湖北省不同疫

情程度区域的公众，他们的风险信息、风险感知和风险传播行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

浙江省不同疫情程度区域的公众，他们的风险信息、风险感知和大部分风险传播行为之

间有显著差异。我们还发现，模型中疫情严重程度对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媒介信任程度之

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疫情最严重区域的公众，对正式传播媒介的信任度不及疫情相

对不严重区域，但对非正式传播媒介的信任度远远超过另外地区。疫情严重程度差异主

要体现在对非正式传播媒介的信任度上。

对于后者的结论，回顾以往研究，曼德塞纳等（Maderthaner、Guttman、Swaton，

1978）发现住在核反应堆附近的居民比住得较远的居民，对核反应堆的风险评价更

低；尼利等也发现，在核设施临近地区（比如核工厂）的民众，对核设施安全性的评

价比一般公众要高（Nealey，Melber & Rankin，1983）；米登等（Midden，Daamen & 

Verplanken，1983）则比较了两组民众对核工厂的负面影响的评价, 结果仍然是离厂区

远的居民对负面结果的评价更严重一些（谢晓非等，2005）。但是我们发现，疫情严重

程度的影响，非常复杂。我们大胆假设，疫情严重程度和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不

是线性，而是一个倒U字型的关系。但这个假设还需要后续研究和数据进行更进一步的

验证。但这也给我们以启示：我们应该非常重视出现的差异及其代表的意义，以及对舆

情传播工作和新闻工作的启示。例如，我们有一定的理由认为：疫情期间，占据民间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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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多数的声音，来自于疫情较严重区域的居民，而不是疫情最严重的湖北。这是我们

进行舆情管理应该注意的视角。

对于湖北省和浙江省有关疫情严重程度的检验存在差异问题,笔者试着从以下几方

面加以解释：（1）虽然湖北省的不同地区呈现了不同的疫情严重程度，但从总体上说

都是相当严重的，它的疫情严重程度差异，可能只是量上的差异，没有质上的区别。所

以，对公众的风险信息、风险感知和风险传播行为没有造成显著性影响和呈现显著性差

异。而浙江省的三个地区之间的差异，有质的差异，所以不同疫情严重程度的居民的风

险信息、风险感知和风险传播行为呈现显著性差异。这就证实了疫情严重程度的调节作

用。（2）全部样本和浙江样本显示的在公众风险信息、风险感知和风险传播行为上出

现的显著差异，也有可能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如区域文化、政府公信力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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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Risk Perception and Risk Communication Model in Public Health Events: 
Focusing on the Moderation Effects of the Epidemic Severity

·  ZHANG Yan, QIU Ling-Feng, LIU An-qi, ZHONG Shu-xian, LI Jie-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analyze the laws of 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the moderation effects of the epidemic severity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during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crisis. It is 
found that:  (1) Risk information and the epidemic severity are playing major roles in risk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of the public by risk perception. Risk perception is an important 
mediation variable that many factors play a role in the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in the 
model. (2) It is partially confirmed that epidemic severity has a moderation effect between 
the 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und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The main differences The main difference are that People 
perceive greater risk in the fairy severe region than people in the most severe area, and also 
their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re different, with the former more active than the later.
[Keywords] risk information; risk perception; communication behavior; epidemic

46　On Lenin's Journalistic Thoughts and Practice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Celebrating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Lenin's Birth

·  TONG Bi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vid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enin's Journalistic 
ideology into three stages, including building the party, seizing power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key point in the period of building the party is to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building the party by running newspapers, the contribution in the period of seizing 
power is to construct the principle of the party character of the party newspaper, and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s the main aspect of this thesis. Lenin puts forward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the new period, the policy of socialist 
freedom of publication,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of socialist press and propaganda, radio 
broadcasting features and functions, and th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work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ress. The autho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Lenin'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journalism,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